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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关宏：政治学对我来说，是一种事业

孙关宏，祖籍江苏江都，1935

年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入马列主

义教育系 （1964年改为国际政治

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关宏参与了1980年代以来中

国政治学的恢复与重建，长期致力

于政治学的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

主编 《政治学教程》《政治学概

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企业行

政管理》《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

《新政治学概要》《政治学概论》等

多部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

《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

索》《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等。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之一，孙关宏在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建设上作出突出贡献，
在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和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孙关宏十分强调政治学的“人文性”，认为“政治学更应该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终极关怀的精神”。同时，他强调学科
发展要有新思路，但这种创新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他希望，“从学术上在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之间，在马克思主义与现
代政治学之间架起一座科学的桥梁”。

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是开
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宗旨应当
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学
术的支撑。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
么？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
法治、文明和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或者说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
国梦。我们现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
化，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建设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
在朝这个梦前进。

——2015年，孙关宏在华东
政法大学“第十届中国青年政治学
论坛”上的致辞

我认为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或
别的文明，虽然有差别甚至有冲
突，但在文明的根本处，即在对人
性的尊重、对良善人性的弘扬以及
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关怀上总是相通
的，是可以交流和相互借鉴的。人
类在文明中前进，中国文明也在前
进中。如何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挥
去非文明的因子，增加文明的因
素，最后建成文明的社会和文明的
国家，这也许是我思考和探索的主
题，也完全符合我们党长期提出来
的奋斗目标。

——《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
前言

科学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要
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有些学术论
文、学术著作，尽是学术词语的堆
砌。左一个框架，右一个逻辑，但
看了以后，不知所云，不知说什
么，看不懂，本圈子里的人都看不
懂，它又有多少社会意义。还有一
种情况，把原来的政治性词语，转
化成学术词语，但没有自己的思
想，论证的是别人的思想。这些都
说明学术研究思想的缺失。

——《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
文的探索》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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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关宏《中国政治

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与

《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

▲ 革命友谊“堪比马恩”的王邦佐（左）与孙关宏

“中国政治学必须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天经

地义的事。但是政治学只能靠坚持

自己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

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现实政治的

干扰，甘做氢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

就便成为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

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

大帮倒忙。”

在一次面对青年政治学人的演讲中，
孙关宏引用前辈赵宝煦先生的话，强调政
治学者在为现实服务时要坚持政治学的
科学性，不要“帮倒忙”。他认为，对于中
国发展过程所取得的成绩、暴露的问题，
都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夸
大。坚持科学性，意味着要接受普遍性、
承认常识性：“中国的现实具有特殊性，但
这不应该成为拒绝普遍性的借口和理
由。……中国特色应该是世界文明的一
个组成部分。”

这种讲求科学性、真实性的作风，他
自述“也是对做人的要求”，“学术与做人
是统一的”。

孙关宏的个性谦和低调，两本专著的
题名里都有“探索”：“我之所以强调‘探
索’，这不但是因为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
学认识政治的有限性和无穷性，同时也由
于我个人能力和水平的平庸，我甚至不敢
用‘研究’二字。”他自谦一辈子就做了两
件事，一是编教材，一是带学生。自1980

年代以来，孙关宏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的恢
复和发展、为培养政治学人才作出重要贡
献。他参与了中国政治学的重建。

【喜好文学，却与政
治学结缘】

1935年夏天，孙关宏出生在上海一
个工人家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不
久，日军占领上海，工厂和住处都被炸。
此后父亲南下抗战，母亲在上海打工，他
和妹妹被送到乡下。孙关宏说，可能因为
小时候寄人篱下的经历，他养成了遇事先
让、不与人争的性格。

1946年，父母把兄妹俩接回上海读
书。1949年，孙关宏进入市北中学读初
中，因为是共和国诞生那年入学，这一级
学生称为“黎明级”。1955年中学毕业
后，喜好文学的孙关宏考入复旦大学中文
系。他去蒋天枢先生家里，眼见四壁都是
书，“他给我们讲《诗经》”，他说朱东润先
生讲课很有劲，“经常脚踮起来”，赵景深
先生课堂上要唱戏的，讲到一个剧种，就
自己唱起来……然而毕业时，正逢学校筹
办两个新系：马列主义教育系和原子能
系。身为班长的孙关宏被分配在马列主
义教育系，“当时有个观念，党指向哪里就
奔向哪里”，他很乐意地换了一个专业，由
此与政治学结缘。

1961年下半年，系里派孙关宏参加
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全国“政治学培训
班”，他在这一年时间里系统阅读了《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中的文献，
打下理论基础。第二年回校后，马列主义
教育系改名为政治学系。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1923年建立，四
十年代中末至五十年代初，拥有耿淡如、
胡继纯、梅汝璈、林同济、储安平、张明养、
胡曲园、王造时、严北溟等教授。1952年
院系调整后政治学系消失，此际重获建
制。1964年，中央为加强国际问题的研
究，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
民大学的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在研
究重点上，北京大学主要是研究民族解放
运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复旦大学研究西欧北美。孙关宏开始
给学生们上国际政治概论课。“文革”后
期，他与王邦佐合作为工农兵学员开设
“经典著作选读”和“世界近代史”课程。
1979年，两人一起创办了科学社会主义
专业，成立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之后为
响应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
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的号召，在此
基础上成立政治学教研室，筹备建设新学
科，1981年开始正式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
生。复旦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
一批招收政治学本科生的高校。

【为全国第一期政治
学讲习班奔走】

对于1980年“白手起家”，建立起政
治学教研室的过程，孙关宏说：“说是‘共
同发起’，实际上是以邦佐为主，他是主要
决策者。……对他的决策，我是全力支持

和配合。我这个人的特点是见识和能力
平平，但不计名利，努力工作，甘当配角，
也努力做好配角。”1960年初，孙关宏与
王邦佐分别从中文系和历史系毕业班调
到马列教研室，参与新系筹备，从此开启
了他们六十年的君子之谊。第一次合作
是一起带1961级学生，王邦佐主管思想
工作，孙关宏关心他们的学习。之后，两
人经常一起带班、一起开课。后来王邦佐
笑称，两人的革命友谊堪比马恩。

而1982年的“政治学讲习班”，是两
位同道在教学科研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学会会
长张友渔先生曾说，要找政治学的人才比
找石油还难。老学者多凋零，现在邓小平
提出恢复政治学，首先是要解决人才的问
题。于是，学会决定开一个政治学讲习
班，那么，哪个学校愿意承担这一重任
呢？在理事会上，“听说大家都不响，没有
人表态。王邦佐站起来说，我们试试吧”。
孙关宏回忆。王邦佐回来汇报后，得到系
里和学校的全面支持。这个为期半年、有
全国22个省市各学校院所60位学员参加
的培训班，在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之外，获
得了哲学、历史、经济等系的师资；还请到
了中山大学夏书章、东华大学周世逑等知
名的政治学、行政学老教授来做讲座。“这
半年，我和王邦佐两个人是全心全力地投
入到这个事情中，一定要把它办好，全国
请了很多专家。”孙关宏回忆自己的登门
拜访之路，穿破了一双皮鞋，“我们走多少
路啊，上海大概快10个专家，我们一家家
地跑。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又没有出租
车，而且还没钱，那时很穷的。人家说你
这皮鞋么穿破了一双有什么了不起的，他
不知道那个时候皮鞋买不起……”

这个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被称
为“黄埔一期”，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与发
展打下基础，同时也扩大了复旦政治学在
全国的影响，奠定了上海政治学界在全国
的地位。夏书章先生给出了六个字的评
价：“亮相 ·启蒙 ·播种”。

【架起一座科学的桥梁】

启蒙与播种，一个重要环节是编写教
材。孙关宏后来称之为“对政治内涵的不
懈探索”。1980年代开始，复旦政治学系
先后编写了《政治学教程》《政治学概要》，
同时关注引进西方政治科学，如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罗伯特 ·达尔《现代政治分
析》。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和中国
社会政治的变化之下，“中国政治学与西
方政治学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复旦政
治学系又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
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新政治学概要》三本教材，探索马克思主
义政治学原理的多种表现样式，同时推出
“现代政治透视丛书”“当代中国政府理论
丛书”。至21世纪，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进
一步深化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政治
领域的种种改革与转型，中国政治学面目
一新，进入时代化、学科化、本土化的阶
段。此时的孙关宏，说自己仍然处在自我
反省、自我祛魅、自我启蒙的长期过程中，
他虽已退休，却还是不忘复旦政治学的
梦：“从学术上在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之
间，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政治学之间架起
一座科学的桥梁。”

孙关宏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
原理和政治科学之间并无矛盾，“立场、观
点、方法或有不同，至于内容实际上是相
通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政治学理论事实
上是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实现了从黑格尔
的“国家学”向“社会学”的转变，在政治科
学层面上也有类似的转变过程。他希望中
国政治学也能实现从“国家学”向“社会
学”的转变，同时呼吁今天的政治学在科
学化的过程中，多关注一点个人。

他指出，中国政治学虽然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仍面临诸多问题：“理论演绎与
意识形态论证在一些作品中未予以明确
区分……还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理论模
式，在有的实证研究中还缺少严格的客观
性”，此外，由于上述“规范研究和实证研
究上的不足，限制了在对策研究上的空
间”；甚至出现了“反常政治学”，即反对一
些政治学的基本常识的倾向。这些都是
科学化的不足，然而有时候，一些研究又
显得科学化过头，孙关宏认为，这种奇特
现象的根本，恰在于政治学人文性的不
足，对个人生活意义缺乏关怀。
“在我们的政治研究中，占第一位的

是政党，第二位的是国家和政府，第三位
的是社会，第四位是公民个人。这四个领
域目前受重视的程度呈递减趋势。”他希
望，政治学研究中能够加大“对人的生存状
况、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的关怀，对人的
人格独立自尊和思想的普适性的关怀”。

【政治与学术之辨】

“政治学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职业，
更重要的是一种事业。作为一种事业，肯
定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不过不是具体的政
治，而是政治的精神和政治的价值。”在一
次院内分享会中，孙关宏这么描述他的专
业。政治与政治学的关系，是每一个政治
学者和学子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孙关宏有
他自己的一套解法。
“中国学术的政治化与学术化之辨，

不仅是在政治学，而且是整个社会科学面
临的一个难解之结。”只是政治学由于学
科特点，遇到的问题比其他学科更敏感、
更尖锐。“任何学术要完全脱离政治是不
可能的，一个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
自己的学术成果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但
是这种服务是以学术的独立性和一定的
学术质量为前提的，而决不是简单的服从
关系。因为那样的话，客观上会否定学术
的存在。……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而
是互动的关系。政治创造一些条件让学
术繁荣起来。反过来，学术对政治也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在自然界也好、社会也
好，任何事物的价值在于它的异质性。因
为相异才能互补，互相需要。学术只有与
政治相异，才有价值。”孙关宏认为，如何
让政治学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呈现正相
关的互动关系，相得益彰，是当下面临的
课题。

政治学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事业，一项
社会事业。就政治学学者个人而言，擅长
解释，不必定要亲手改造社会，但是，孙关
宏说，中国学者一直成长于一种特殊的语
境。“我们长期来接受的思想教育，在一定
意义上，就是优先改造社会的教育。”他给
出两方面的思想来源，一是那句“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
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
革命过程也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一是中
国传统读书人讲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怀社会是知识分子
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当代中国学术的
价值体系中，必定包含推动国家的进步
与发展，包含对政治文明的关切。孙关
宏尤其佩服那些怀抱良知问学的前辈学
者，在文章与讲稿中，巴金、王元化、周有
光等名字反复出现。他也呼吁政治学同
仁们，“踏踏实实，尽心尽力，力争有一个
更好的未来”。

【“我精神的家园和
心中的故乡”】

1962年，孙关宏和学生们一起去崇
明、奉贤，同吃同住同劳作，“情同手足”，
之后多次担任班主任，至1981年开始招
收的政治学专业本科生，他更是视为“掌
上明珠”。他说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
义都与学生分不开：“师生友谊，山高海
深，天长地久，爱心永恒。”“我这个人是重
感情的，我和学生的感情伴随着我大半生
历程。”

孙关宏曾反复提及，一个学科的发
展，靠的是培养年轻人。他说，复旦政治
学学科能在全国保持领先，就和这个传统
有关系。保护与推动“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的发展，是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个传统”。
他曾写道，自己对政治学有很深的感情。
尤其是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我精神的家园和心中的故乡，我
整个的学术生涯和人生道路都同她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写下《一个老国关
人心中的歌唱》，里面有一句：“虽然平淡
无奇，也体悟过奉献的荣光。”他悉心保留
着不少复旦政治学的发展资料：教研室的
缘起、先进事迹的总结、工作汇报、联谊会
上的发言，还有他情不自禁为院系、同事、
学生吟诵的小诗……都收录在自己著作
的附录中。

他流露出的感情如其文其人，细密周
到，平实真挚。在一次给母校市北中学的
孩子们的讲话中，他说：

“其实，社会发展是不确定的，一

定的计划、目标，在实现过程中是允许

修改变动的。人生也充满了不确定

性。……人生的‘关节点’不少。一个

满意，不保证个个满意；一个不满意，

不等于后面个个不满意。有时甚至因

祸得福的也有。我觉得人有时是要看

运气的。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

要保持一个好的平和的心态。”

包容、平常心、容许犯错的背后，是一
颗蕴藏人文价值的心灵。


